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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 2005—2020 年的面板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分

析（ESDA）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系统的评价与分析。结

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区域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

城市圈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

效率呈空间正相关，在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以长沙、武汉为代表的高水平绿色创新城市

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发展。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促

进作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财政支出、开放程度和交通水平会促进本地区的绿色创新发展，

产业结构会抑制绿色创新发展，并且都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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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引领经济

高质量发展主力军”。2022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正式发布，表明长江中游城市

群成为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的城市群。在此背景下，充分调动绿色创新要素资源，最大限

度发挥绿色创新能力，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与绿色发展理念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绿色创新兼具生态

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双重特征，是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乃至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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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最初由 Fussle 在 1996 年提出，并将其归纳为可以为社会主体带来价值，同时又能降低环境

污染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1］

。随着研究深入，国内外学者把绿色创新的概念逐步拓展到新产品、营销方式、

生产流程、组织架构以及制度配置等多个方面
［2］
。现阶段，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呈现出经济学、地理学、

管理学、环境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

测算方面，以构建绿色创新综合性指标体系为主，主要是从产出和投入产出两种视角进行构建。产出视角

主要通过对绿色创新的产出成果进行定量测算，如 Tseng 等从管理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

四类创新产出构建绿色创新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
［3］

；投入产出视角主要从绿色创新投入与产出等两个

维度结合数据包络模型、熵权法或主成分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
［4-5］

。

②在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方面，学者们从省级层面以及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区

域层面探讨其分布特征
［6-9］

。在针对区域层面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侧重于对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关联性的探讨
［10-11］

，发现本地绿色创新活动会对相邻地区形成较强溢出效应
［12-15］

。③在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

学者们从市场、生产技术、企业运营和外部环境等多个维度，运用门槛模型、中介模型、空间杜宾模型
［16-18］

，

同时融合定性分析法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外商投资策略、产业分布、研发投入、交通设施等因素对绿色创

新效率分布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多因素驱动绿色创新的理论框架
［19-2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

绿色创新的理论内涵、评价测算、空间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探索，并取得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长江中游城市群不仅是中部崛起战略的

主要带动区，也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区域。然而已有文献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多基于行业、区

域或者省级视角，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微观视角研究的文章极少。同时，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

带承上启下的核心区，是贯通长江经济带的枢纽，相比于长江经济带的研究，研究视角更具微观性和针对

性。因此，本文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空间杜宾模型（SDM）等空间统计学方法，厘清长江中游城

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其驱动因素，进一步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

规律，旨在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方法

1.1.1Super-SBM-DEA 模型

由于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会同时出现在 DEA 前沿面，导致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同时为 1 的情况，而

传统 SBM 模型无法解决该问题，不利于参考决策。为解决这一问题，本选择考虑了松弛变量和非期望产出

的超效率 SBM 模型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计算如公式（1）所示：



式中：x、ya、yb 分别表示对应矩阵的绿色创新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i、r、s分别表示绿色

创新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与非期望产出变量；μ表示权重向量；m表示城市数量；τ'为城市群的绿色

创新效率值。

1.1.2 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①全局空间自相关模型。全局空间自相关是指某一具备空间性质的变量在整个研究区域上的分布特性。

通常使用 Moran'sI 指数来进行衡量，计算如公式（2）所示：

式中：yi 表示 i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观测值；n 表示样本观测的城市数；wij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作为

两个城市的空间邻接关系表征，若 i城市与 j城市相邻则 wij=1，若不相邻则 wij=0。

②局域空间自相关模型。局域空间自相关用于反映变量在特定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空间相关类型和程度，

通常使用局域 Moran'sI 来进行衡量，计算如公式（3）所示：

式中：wij 为邻接距离矩阵；λi、λj分别表示样本 Xi和样本 Xj 与其均值之差，具体表达如式（4）

所示，使用莫兰散点图来呈现局域空间自相关特征。

1.1.3 空间计量模型

相比传统 OLS 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考虑了样本复杂的空间关联性与空间依赖性，常用模型包括空

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AR）与空间杜宾模型（SDM）,见式（5）～（7）。空间误差模型（SEM）：

空间滞后模型（SAR）：

空间杜宾模型（SDM）：



式中：lngiit 为被解释变量；γ表示误差空间相关系数；ρ表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系数；φ表示

各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系数；Xit 为解释变量；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

动项；W 为空间权重矩阵，选取邻接距离权重矩阵作为基准矩阵。此外，考虑空间计量结果的稳健性，运

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E）作为检验其稳健性的权重矩阵。

1.2 变量选取

参考鲍涵、王巧等的研究思路
［6，24］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选取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地方科技从业人员数

等 8 个指标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指标（表 1），使用 MaxDEA 软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

效率进行测算。

表 1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构成 变量选取 单位

投入
资本投入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万元

人力投入 地方科技从业人员数 万人

产出

经济产出 GDP 亿元

技术产出 专利授权数 件

生态产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 t

非期望产出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万 t

SO2排放量 万 t

借鉴彭文斌、卢召艳等的研究成果
［25-26］

，从经济因素、创新基础以及政策因素三个方面研究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驱动因素。①环境规制（er）：运用熵权客观评价法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以

及污水集中处理率 3个指标转化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22］

。②开放程度（fdi）：用各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与 GDP 之比衡量开放程度，采用当年美元的平均汇率对其进行调整。③政府财政支出（inv）：以地方政府

公共预算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财政支出。④交通水平（tra）：运用人均实有道路面积数衡量交通水平。⑤

产业结构（stru）：通过城市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衡量产业结构。1.3 数据来源以 20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

市群 2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专利统计年报》《湖南统计年鉴》

《湖北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的地方统计局，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对绿色创新效率值取对数处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对仙桃、潜江、天门 3 个地级市做缺失值处理。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个）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i 448 0.811 0.219 0.096 1.000

er 448 0.406 0.104 0.004 0.500

open 448 0.025 0.023 0.001 0.272

inv 448 0.122 0.181 0.007 2.024



stru 448 50.028 8.735 19.150 66.990

tra 448 3.222 2.381 0.450 13.670

2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分析

2.1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比较分析

如图 1所示，总体来看，20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处于波动上升趋势。2006 年长

江中游城市群与三大主要城市群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原因是该时间段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对绿

色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一定影响。2007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被列为“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

极大地促进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能力建设迎来了黄金期，绿色创新效率进

入了平稳的上升通道。2016 年我国进入“三去一降”政策的调整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给

经济带来了一定波折，但随后进入回升期，带动绿色创新效率快速上扬。分区域来看，三大城市群绿色创

新效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2005—2020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处于 0.32～0.96 之

间，呈陡峭上升趋势；环鄱阳湖城市群处于 0.22～0.73 之间，呈波动式上升趋势；武汉城市圈处于 0.19～

0.73 之间，呈平稳上升趋势。2016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下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环长株潭城市

群的主导产业是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使得该地区受“三去一降”政策的冲击较为明显。

2.2 时空演化特征

运用分位数法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水平划分为高、较高、中等以及低四个等级（图 2）。从整体

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一定程度的“分化”现象，高、较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城市主要

分布在长沙、武汉等核心省会城市，而中、低水平绿色创新效率城市则主要分布在城市群边缘地区（宜昌、

襄阳、上饶）。因而，在空间上形成的“分化”态势空间格局，主要原因在于：①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等核

心省会城市拥有较为充足的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储备，为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

长沙、武汉等省会城市对人才、资金具备天然吸引力，有助于创新要素积累。②低绿色创新效率地区，如

襄阳、上饶等地除了在吸引创新要素上不具优势外，倚重第二产业的经济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绿色创新活动开展，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需要重视产业转型带来的结构性问

题，以技术创新打破产业转型瓶颈。



2.3 空间集聚特征

图 3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5、2013、2020 年绿色创新效率的 Moran'sI 分别为 0.1137、0.0903、



-0.0236。表明在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从空间正相关向空间负相关转变的趋势，集聚

特征由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向低—高集聚或高—低集聚转变。这也说明绿色创新效率经历了从集聚

到分化的转变。2005 年位于第一象限的散点明显多于第三象限，表明此时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以

高高集聚为主。2013 年位于一、三、四象限的散点明显增多，表明绿色创新效率这种高高集聚的形态逐渐

被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取代，长江中游城市群逐渐出现分化，即绿色创新高值区域被低值区域围绕或低值

区域被高值区域围绕。这是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在绿色创新发展初期绿色创新资源有限，地方政

府更倾向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特定区域打造示范带动区以此引领经济发展，从而形成了

部分绿色创新效率的高值区域和多数低值区域。2020 年第二、四象限部分散点明显偏离集聚区，表明长江

中游城市群内存在部分具有较强绿色创新能力的领先地区，反映出城市群内的局部失衡特征。

表 3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 普通 OLS-
邻接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SEM SAR SDM SEM SAR SDM

er 0.057 0.362
**

0.486
***

0.340
**

0.726
***

0.711
***

0.503
***

inv 2.632
***

1.775
***

1.792
***

1.625
***

2.307
***

2.307
***

2.277
***

fdi 4.505
***

2.349
***

2.150
***

1.551
**

3.179
***

3.140
***

2.145
***

stru -0.685
***

-0.557
***

-0.532
***

-0.496
***

-0.647
***

-0.642
***

-0.644
***

tra 0.023
***

0.023
***

0.021
***

0.021
***

0.026
***

0.025
***

0.012
***

W×er - - - 1.395
***

0.369
*

W×inv - - - 0.973 0.033

W×fdi - - - 0.836 -0.864

W×stru - - - -0.052 -0.514
***

W×tra - - - 0.002 0.087
***

ρ - - 0.336
***

0.309
***

0.025
***

0.053

Adj-R
2

0.151 0.292 0.337 0.371 0.302 0.303 0.337

Log-likelihood -522.670 -523.130 -508.260 -524.240 -524.240 -489.780

样本数（个）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

3 驱动因素分析

为考察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驱动因素的空间影响，借助 Stata15.0 对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

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在不考虑空间相关性情况下，Hausman 检验结果在 1%显著水平下拒绝

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此外，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分别对模型进行检验，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时模

型拟合效果最好且变量的回归结果最佳，因此选择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检验，空间计量回归结果见表 3。

从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340，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

规制有助于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我国拥有较为完善的创新补偿制度，这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合理保障，因此能够有效激励长江中游城市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空间滞后项系数为 1.395，在 1%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规制会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这主要在于邻近地区会通过模仿、

学习本地区的制度安排，从而带动该地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最终提高绿色创新效率。

财政支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1.625，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空间滞后项系数为 0.973，



但并不显著。这表明财政支出有助于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对邻近地区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在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地方政府制定了合理的市场激励措施，能够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引导企业开展

绿色创新。

开放程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1.551，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空间滞后项系数 0.836，但

不显著。表明开放程度有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但对邻近城市的影响不显著。“两型社会”建设期

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多数城市已经制定清晰的产业准入门槛，污染企业不易进入。而成熟的创新激励机制，

又使得高技术企业具有更强的进驻积极性，从根本上保障了创新要素的积累，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结构对绿色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496，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空间滞后项系数为-0.052，但不

显著。这表明产业结构对本地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在邻近地区并不显著。由于长江中游城

市群内大部分城市的支柱产业仍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第二产业为主，战略性新兴

产业等第三产业在多数城市的发展薄弱，短期内难以对绿色创新形成有效推动力，使得以第二产业为主导

的产业结构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创新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交通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为 0.021，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空间滞后项系数为 0.002，

但不显著。表明交通水平提升有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目前，长江中

游区域已建成强大的公路网络，交通物流运输水平提升有利于地区间加强技术交流，提升创新要素合理流

动，提高企业生产运营效率，从而对该地区的绿色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基准模型采用的是邻接标准构

建的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经济活动的空间关联，进一步构建经济距离矩阵（E）对基准模型进行重新估计。

从表 3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SDM 与 SEM 模型估计结果均未发生显著改变，只有 SDM 模型空间滞后项变得不

显著，且所有解释变量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回归系数符号都没有变化，即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具有一定的

稳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及驱动因素，有助于对绿色发展战略以及高质量发展战

略等一系列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运用空间可视化工具，结合空间探索分析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中游

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与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①2005—2020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区域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

城市圈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呈陡峭上升趋势，武汉城市圈

呈平稳上升趋势，环鄱阳湖城市群呈波动上升趋势。②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分化”

现象，表现为负向的空间相关性。散点主要位于一、三、四象限，二、四象限部分散点脱离集聚区。由空

间可视化分析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较高和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阶段，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地

区以长沙、武汉双核带动发展。③合理的环境规制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并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政

府支出、开放程度和交通水平有助于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产业结构抑制

绿色创新效率，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制定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发展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特

别是处于中、低水平绿色创新效率的城市要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明确产业的准入门槛，避免因承接过多

高污染企业而陷入污染避难所的困境，提高企业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推动绿色产品转型；优

化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配置，通过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与生态环保产业的和谐发展，提升城市的产业竞争力，



推动传统产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强可再生能源在要素市场的普及率，增强传统产业与绿色创新的契合

度；进一步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创新主体间开展更便捷、灵活的技术与学术交流，

降低城市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运行成本、信息获取成本，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建立城市创新信息共享平台，

充分发挥城市间的协同创新作用，利用技术扩散效应，减小不同城市间的技术差距，引导城市间绿色创新

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推动绿色创新产品转化。处于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的城市，如长沙、武汉等地要充分

发挥绿色创新发展领头羊的作用，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完善绿色创新长效机制建设，将更多财政资金运用

到鼓励创新和提升效率上来，鼓励企业开展前瞻性研究，引领绿色创新发展；搭建技术交流平台，与低效

率地区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合作，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与人才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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